
中商时期南方地区文化格局的转变

摘要：通过梳理盘龙城及周邻南方地区发现的中商时期遗存，以盘龙城的废弃为标志，中商时期南
方地区文化格局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中偏早以盘龙城为中心，南方地区显现出中原文化的强
势影响，中原商王朝对南方地区青铜器等礼仪用器及相关活动可能有着直接控制。而晚于盘龙城，
以庙台子、台家寺为代表，南方地区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日益扩散、大型城市聚落消失，南方地区的
上层贵族开始出现独立化趋势。中商时期南方地区文化格局转变背后，反映了这一时期商王朝对外
经略方式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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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商时期多被认为是商代一个动荡变迁
的阶段。《史记》曾言这一时期“比九世乱，于
是诸侯莫朝”。从考古发现的角度观察，随着
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衰落，中心都邑变更
频繁，商王朝的中心由此向北转移。然而在这
样一个中原文化格局变迁的阶段，受中原文
化辐射的周边地区是否存在相应的变化，则
长期以来缺乏讨论。由于在早商和中商时期，
中原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范围大体相近，
甚至在后一阶段于部分区域有着更为广泛的
分布[1]，学界多认为中商时期商人对外经略似
乎未有大的变化。而在南方长江流域，中商时
期中原文化亦占据整个汉水以东，并及“长江
南岸的湘江、澧水下游以及赣江下游的通道
地带”[2]。这也与早商时期中原文化在南方地
区的分布并无差别，甚至还有所扩大。

虽然单看考古学文化的分布，中商与早
商都可归于一个中原文化大范围扩张的阶
段，但是，如果比较这一时期周边地区相关遗
存的文化内涵，中商与早商中原文化对周边

的影响则有着明显的差别。笔者以南方地区
为例，曾指出在盘龙城等商代城市废弃之后，
中商时期中原文化对周边地区的扩张呈现出
了消退的态势[3]。近年来，南方长江中游及江
淮地区持续发现中商时期的聚落。新的考古
工作进一步指出中商时期周边地区文化格局
的变化，为认识这一时期商王朝对外经略策
略提供了契机。从长时段观察，中商时期处于
一个中原文化从扩张到内聚的过渡阶段，而
周边地区文化格局的转变应是理解这一时段
变化的重要切入点。为此，本文望从长江中游
和江淮地区入手———这一区域正属于中原文
化影响下的南方边疆，试图揭示中商时期商
王朝对外经略的变迁历程。

一、盘龙城遗址年代下限
的再辨析

盘龙城遗址为商代前期南方地区规模最
大的城市聚落。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在很长
时间内都是以盘龙城为中心，构建出中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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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盘龙城最晚阶段陶器遗存与中原地区同类器的比较
1.鬲PLZH10∶3 2.鬲PYWJ1∶11 3.鬲2014HPQ1712T1015③∶2 4.斝PYWJ1∶25 5.大口缸
2014HPQ1712T1015③∶1 6.鬲J4∶4 7.鬲G4∶2 8.鬲H34∶1 9.斝00ⅤH60∶56 10.大口缸
95ⅤG3∶62（1～5出自盘龙城，6、7出自洹北花园庄，8出自邢台东先贤，9、10出自小双桥）

化对外扩张的图景。伴随着盘龙城城市聚落
的兴起，周边受中原文化影响的聚落纷纷出
现；而随着盘龙城的废弃，中原文化在南方地
区亦表现出了退缩的趋势[4]。以往对于盘龙城
遗址的年代下限多被认为属于二里冈上层第
二期晚段[5]，即目前所认为的“中商文化第一
期”。在“中商文化”概念提出之后，部分学者
开始将其对应至“中商文化第二期”或“中商
文化第三期”[6]。此外亦有学者认为盘龙城遗
址可延续到殷墟一期[7]。作为中心性的城市聚
落，盘龙城的废弃无疑指示出南方地区文化
格局的重要转变。而其年代的下限又多被认
为延续到中商前后，因此有必要对盘龙城遗
址废弃的年代做进一步的辨析。

以往判断盘龙城遗址的年代下限，多先找
到“一批属于盘龙城遗址最晚阶段的遗存”[8]，
再将其与中原典型单位或遗物进行比较。不
过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受中原文化影响的边
缘地区，盘龙城最晚阶段的遗物，尤其陶器的
类型特征或未能与中原地区保持完全一致。
为此，认识盘龙城最晚阶段遗存的年代，既需
要比对中原大体同时的遗存，也需放在本地
区文化演进的整体脉络中来考察。

根据发掘报告和简报，盘龙城最晚阶段

的遗存为盘龙城“第七期”，其出土陶器丰富、
年代较为单纯的典型灰坑或墓葬有PYWH6、
PYWJ1、PLZH10、PYWM11等[9]。此外近年来发
掘的 2013HPQ1713G1、2014HPQ1712T1013 ～
T1015③亦大体晚至这一阶段[10]。

比对中原核心地区，以上盘龙城最晚阶
段的遗物多可参照小双桥、洹北花园庄、东先
贤等遗址同类器。PYWH6、PYWJ1、PLZH10等
出土陶鬲分大小不同类型。小型者多方唇、分
裆，锥足完整者较为短小，腹部微鼓垂下，已
不似早期斜向外张，比较而言接近于1997年
洹北花园庄发掘简报中的“Ab型Ⅰ式鬲”[11]和
1998～1999年洹北花园庄发掘报告中的“甲类
Aa型Ⅰ式鬲”[12]，较之小双桥最为常见的“B型
鬲”已有偏晚的特征[13]（图一，1、2、6、7）。大型
者则多在颈部和腹部装饰圜络纹，这正是受
到中商时期出现的圜络纹鬲的影响。其中
2014HPQ1712T1015③∶2虽下腹残损，但唇部
方折下起凸棱、腹部微鼓直下，可参看邢台东
先贤H34∶1（图一，3、8）[14]。同样颇具时代特征
的陶斝，如PYWJ1∶25，腹身已较为矮胖、鋬跨
度较小，有着典型的小双桥遗址陶斝的特征，
只是其三足呈乳钉状，似相对年代更晚（图一，
4、9）。盘龙城最晚阶段开始出现一类尺寸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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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南方地区庙台子、荞麦岭部分陶器遗存与中原地区同类器
比较

1.鬲H4∶1 2.鬲T3⑤∶66 3.大口缸T1⑤∶8 4.印纹硬陶罐H33∶6 5.鬲YH190∶
350D 6.鬲T15③∶4 7.大口缸F14∶42 8.印纹硬陶罐T4∶91（1～3出自庙台
子，4出自荞麦岭，5出自小屯，6出自洹北花园庄，7、8出自藁城台西）

图二 盘龙城最晚阶段部分特殊形制的陶器、青铜器与小双桥遗
址同类器比较

1.陶鼓形壶PYWJ1∶45 2.陶瓮PYWM11∶40 3.青铜罍PYWM11∶34 4.陶壶
形器00ⅤH89∶2 5.陶罍00ⅤH80∶140 6.陶尊00ⅤT137④A∶606（1～3出自
盘龙城，4～6出自小双桥）

小、腹部内收、小凸底的大
口缸，同样在小双桥遗址有
一定数量的出土（图一，5、
10）[15]。此外，饶有意味的是，
盘龙城这一阶段出土一些特
殊形制的陶器，如鼓形的陶
壶、圈足折肩的罍等，亦可在
小双桥遗址找到对应者（图
二，1、2、4、5）。盘龙城最晚阶
段PYWH6、PYWM11等单位
还出土一类高颈部、高圈足、
饰圆圈纹的青铜罍，除在藁
城台西有同类器出土外 [16]，
更在小双桥遗址发现类似陶
尊的残片（图二，3、6）。形制
特殊的陶器往往数量较少、
流行的时间短，或更能体现
出遗存的相对年代。

以上盘龙城最晚阶段
的陶器类型，均指向于小双
桥至洹北花园庄时期。盘龙
城最晚阶段陶器所比对如洹
北花园庄“Ab型Ⅰ式鬲”“甲
类Aa型Ⅰ式鬲”分别出自其
G4、J4，属于洹北花园庄早期
的典型代表，为所谓的“中商
文化第二期”；东先贤H34原
报告定在东先贤第一期，亦
相当于洹北花园庄早期 [17]；
而小双桥遗址的大口缸，以
及鼓形壶、罍、尊等异型陶器
则被认为属于“中商文化第
一期”。比对中原地区材料，
盘龙城遗址最晚阶段不早于“中商文化第一
期”应是明确的。

若进一步置于本地区文化演进的脉络中
考察，盘龙城最晚阶段前后周邻地区还可见
有香炉山、庙台子、聂家寨、荆南寺等遗址。相
关遗存的年代也曾被认为属于中商时期 [18]，
部分或可延续到晚商殷墟时期[19]。而比较盘龙

城，这批遗址商时期最晚阶段的陶器多见有
一些新变化。其中陶鬲以方唇、正方体腹身、
短小的锥足为特征，而盘龙城流行的长锥足、
联裆鬲基本不见（图三，1、2）。这些陶鬲的形
态可比较洹北花园庄流行的“甲类Aa型鬲”，
特别是庙台子陶鬲T3⑤∶66方唇下缘不突出，
更有如较晚的“甲类AaⅢ式鬲”。聂家寨、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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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香炉山和荆南寺出土洹北花园庄晚期至殷墟一期的陶器遗存
1.鬲H138∶5 2.大口缸T0918②C∶1 3.鬲H10∶1 4.鬲H10∶2 5.大口缸H12∶7（1、2出自香炉山，3～5出
自荆南寺）

寺等还多见一类口部较大、底部中空向下凸
起的大口缸（图三，3）。这正是中原地区所谓
之的“将军盔”，在藁城台西、安阳殷墟、洹北
花园庄等遗址曾有零星的发现[20]。盘龙城虽然
大口缸数量较多、类型庞杂，但未发现有同类
型者[21]。此外，大约同一时期江南的荞麦岭、铜
岭等遗址还出土有一类直口、圜底、口部多弦
纹的印纹硬陶罐（图三，4）[22]。此类印纹硬陶罐
同样不见于盘龙城，相反在洹北花园庄、藁城
台西有同类器出土。

以腹身正方体的分裆鬲、“将军盔”式的
大口缸、圜底的印纹硬陶罐为代表，南方地区
广泛出现了一批盘龙城不见或少见的陶器类
型。由于地理分布的重叠性，盘龙城与周边遗
址陶器类型的差异，不应由空间环境、聚落性
质所造成，而更可能反映为年代早晚的不同，
即出现新变化的这些遗址，如香炉山、庙台
子、聂家寨、荆南寺等，相关遗存应晚于盘龙
城最晚阶段。而以庙台子为代表，陶鬲H4∶1锥
足呈乳钉状、颈部饰多周弦纹，最近于小屯
YH190∶350D，后者曾被定在殷墟一期早段[23]，
唐际根认为可归于洹北花园庄阶段[24]（图三，
1、5）；陶鬲T3⑤∶66，由上已述接近洹北花园庄
“AaⅢ式鬲”，属于洹北花园庄晚期（图三，2、
6）。此外，“将军盔”式的大口缸可比照藁城台
西F14∶42（图三，3、7）。台西F14属于该遗址“晚
期居址”部分，被划入到“中商文化第三期”。
圜底的印纹硬陶罐则见于洹北花园庄H3∶26、
H24∶29和藁城台西T4∶91，大致属于“中商文化
第二、三期”（图三，4、8）。鉴于这些新变化的

陶器类型多可对应于“中商文化第三期”，盘
龙城遗址的年代下限无疑要早于此，应不晚
于“中商文化第二期”。

二、洹北花园庄晚期至殷墟一期
江汉与江淮地区诸遗存

若将腹身正方体的分裆鬲、“将军盔”式
的大口缸、圜底的印纹硬陶罐等陶器的出现，
作为盘龙城废弃之后南方地区诸遗存的标
志。我们由此可在长江中游及江淮地区甄别
出一批晚于盘龙城，大约属于洹北花园庄晚
期至殷墟一期前后的遗址点。这些遗址的文
化面貌相互之间较为相近，并与中原核心地
区有着密切的联系。相关遗址主要分布于江
汉地区的长江沿线、涢水和滠水流域，以及江
淮地区。

长江沿线明确可知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址
目前仅有香炉山和荆南寺。其中香炉山偏晚
以H98、T0918②C、T1419②B等为代表，出土
陶鬲腹身正方体、锥足短小，大口缸底部凸出
（图四，1、2），由上已述年代应属于洹北花园
庄晚期[25]。荆南寺H10、H12出土有腹身方体、
颈部饰多道弦纹的鬲和“将军盔”式大口缸
（图四，3～5），年代与此大体同时[26]。此外，位于
举河东岸的下窑嘴曾采集鬲1、斝1、爵1、觚1
和罍1等多件青铜器，推测出自墓葬[27]。其中青
铜罍兽面纹嘴部夸张，并用宽粗线轮廓装饰、
内填勾细阳线雷纹，接近阜南台家寺早年采
集的青铜鬲上的装饰风格[28]。而台家寺主体的
年代正属于洹北花园庄晚期至殷墟一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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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涢水、滠水流域出土洹北花园庄晚期至殷墟一期的遗存
1.陶鬲T2③B∶5 2.陶鬲T2③B∶6 3.陶大口缸Xy采∶1 4.陶鬲足凤采∶05 5.陶大口缸底部凤采∶16 6.陶
鬲H16∶3 7.陶鼎H2①∶24 8.陶大口缸G7①∶41 9.陶豆H2①∶5 10.陶鬲足王采∶05 11.陶大口缸腹片
好采∶08 12.青铜斝 13.青铜爵 14.青铜爵 15.青铜斝（1～3出自聂家寨，4、5出自凤凰台，6～9出自郭
元咀，10出自小王家山，11出自好石桥，12出自袁李湾，13～15出自淅河）

涢水和滠水流域这一时期的遗址主要分
布在大别山、桐柏山西南麓的河流沿线，而顺
流域而上、穿过桐柏山，即可进入淮河中上
游，远涉中原腹地。目前该区域中商时期的遗
址可以庙台子、聂家寨、郭元咀等为代表。庙
台子商时期的遗存可分为早晚两个阶段，其
偏晚阶段以探方T1～T4第5层和H4为代表，出
土有腹身方正、颈部饰多周弦纹的陶鬲和“将
军盔”式的陶大口缸，属于典型的洹北花园庄
晚期（图三，1～3）[30]。聂家寨中商时期的遗存见
有鬲、尊、簋、豆、瓮、大口缸等陶器[31]，其鬲同
样腹身方正、锥足短小，形态可比较上述香炉
山、荆南寺遗址同类器；而大口缸底部均夸张
凸出，为典型的“将军盔”式（图五，1～3）。郭元
咀早年曾采集到商时期的陶片和青铜器[32]。近
年来遗址展开了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发现大

量属于中商时期的遗迹和遗物[33]。郭元咀出土
的陶器有“将军盔”式的大口缸、长锥足鼎、浅
盘假腹豆，可比照藁城台西遗址同类陶器；腹
身正方体的鬲锥足略微外撇，则与鄱阳湖以
西荞麦岭、铜岭等遗址大约同期的陶鬲相近
（图五，6～9）。郭元咀商时期遗存的年代应集
中在洹北花园庄晚期，而未早至二里冈时期。

涢水、滠水流域发掘、调查还发现多处可
能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袁李湾采集有1件青
铜斝，上下腹部装饰两周兽面纹，为二里冈上
层偏晚至殷墟一期青铜斝的装饰特征 [34]（图
五，12）。中分卫湾出土牙璋、青铜戈等数件玉
器、青铜器，其中1件青铜戈为三角形援，同类
型制的器物在洹北三家庄、藁城台西有出土，
怀疑年代可到中商时期[35]。淅河也曾发现斝1、
爵2、觚1等多件青铜器，简报认为年代比较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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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江淮地区洹北花园庄晚期至殷墟一期的遗存
1.鬲T3⑤A∶52 2.大口缸采 ∶13 3.豆T3⑤A∶12 4.鬲T1②∶1 5.鬲H28∶1 6.大口缸H118∶1 7.豆
H118∶22 8.鬲H212∶1 9.青铜尊 10.青铜爵 11.青铜鬲 12.青铜斝（1～3出自大城墩，4出自三江
坝，5～7出自古堆桥，8～11出自台家寺，12出自肥西馆驿）

龙城二里冈铜器略晚，相当于“二里冈和殷墟
之间”[36]。这组青铜器中1件爵圜底近圆腹、另
一件爵和斝上下腹饰两周兽面纹，都是中商
时期青铜器的特征（图五，13～15）。此外，晒书
台[37]、凤凰台[38]、好石桥 [39]、小王家山 [40]调查采
集有矮尖锥鬲足、“将军盔”式的大口缸（图五，
4、5、10、11），与庙台子、聂家寨上述陶器形态
特征一致，同样年代应属于洹北花园庄晚期
至殷墟一期前后。

江淮地区这一时期的遗址主要见于淮河
沿线和环巢湖地区，以台家寺、古堆桥、大城
墩等为代表。台家寺早年曾以“朱寨润河”地

点为名采集有方鼎、鬲、尊、觚、爵、斝等数件
青铜器 [41]，多被认为属于中商或晚商早期 [42]

（图六，9～11）。近年来遗址经过大规模发掘，
揭露出属于中商时期的环壕聚落和铸铜作坊
遗存[43]。聚落主体的年代正属于洹北花园庄晚
期，出土的陶鬲腹身呈正方体、锥足短小（图
六，8）。结合遗址的发掘情况，台家寺早年采
集到的几件青铜器也应属于这一阶段。古堆
桥商时期偏晚阶段的遗存，如H28、H118出土
有腹身正方体的鬲、“将军盔”式的大口缸、浅
盘的假腹豆等陶器，可比较台家寺、庙台子相
关遗存（图六，5～7）[44]。大城墩同样可见锥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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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早商时期南方地区以盘龙城为中心的聚落分布格局
1.盘龙城 2.香炉山 3.郭元咀 4.中分卫湾 5.钟家岗 6.聂家寨 7.铜鼓山 8.荆南寺 9.皂市 10.铜岭
11.陈家墩 12.龙王岭 13.意生寺 14.薛家岗 15.台家寺 16.绣鞋墩 17.斗鸡台 18.三江坝 19.古城
20.古堆桥 21.众德寺 22.六安采集青铜器 23.吴大墩 24.大城墩 25.师姑墩

撇的鬲、“将军盔”式的大口缸、浅盘的假腹
豆，与古堆桥和上述涢水、滠水流域诸遗址同
类器相近（图六，1～3）[45]。江淮地区经调查或试
掘可能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址还有众德寺[46]、绣
鞋墩[47]、三江坝[48]、乌龟滩[49]、张飞台[50]等，同样
见有矮尖锥足鬲（图六，4）、浅盘的假腹豆等
陶器。

江淮地区还发现多批属于这一阶段的青
铜器。除了上述的台家寺外，肥西馆驿[51]、泊冈
引河[52]、寿县苍陵城[53]等地点采集有多批青铜
器。这些青铜器以尊、觚、爵、斝等酒器为代
表，部分器物形体较大，觚、斝饰两周纹饰带，
爵、斝柱帽突出，与台家寺青铜器群特征基本
一致（图六，12）。

三、中商时期南方地区文化格局
的转变

以盘龙城的废弃为标志，我们可将早、中
商时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划分为两个阶
段。从二里冈延续到不晚于洹北花园庄早期，
中原文化以盘龙城为中心向南有着强势影

响，在江汉和江淮地区分别出现了中原文化
系统下的“盘龙城类型”“大城墩类型”，以及
受中原文化深度影响的“荆南寺文化”“皂市
一类遗存”。而从洹北花园庄晚期到殷墟一期
前后，随着盘龙城城市的废弃，长江以北的涢
水、滠水流域至江淮地区开始出现了一批以
腹身正方体的分档鬲、“将军盔”式的大口缸
为代表的遗存。各地点陶器文化面貌相近，并
同样展现出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

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体，地区内部的文
化格局实际由平民、贵族等不同阶层的活动
所构成。一般而言，陶器、陶器墓葬和小型居
址反映平民活动的物质遗存，受到地区族群
构成、人群交流互动等影响；而诸如青铜器、
大型墓葬和大型建筑则是贵族礼仪、居葬的
反映，背后暗含了地区上层的组织状况。由此
通过对不同阶层人群活动遗存的分析，可进
一步揭示地区文化格局发生的转变及其社会
背景。

从二里冈阶段延续到洹北花园庄早期，
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体现出了以盘龙城为中
心，中原文化向外的扩张态势。这一阶段盘龙

73



图八 中商时期南方地区散点式的聚落分布格局
1.香炉山 2.下窑嘴 3.郭元咀 4.中分卫湾 5.袁李湾 6.小王家山 7.好石桥 8.凤凰台 9.聂家寨 10.晒
书台 11.淅河 12.庙台子 13.荆南寺 14.台家寺 15.绣鞋墩 16.苍陵城 17.三江坝 18.古堆桥 19.众德
寺 20.馆驿 21.乌龟滩 22.大城墩 23.童墩村 24.檀树咀 25.石灰山

城营建城垣，面积达110万平方米，为长江中
游规模最大的城市聚落，而周边聚落规模较
小，面积多在1～5万平方米之间（图七）。从反
映贵族活动的物质遗存考察，盘龙城集中发
现有大量的青铜容礼器、大型“宫殿类”建筑
和贵族墓葬。近年来盘龙城遗址更是发现有
早商时期铸铜生产的遗存[54]。不过，这一时期
南方地区其他地点青铜器发现较少，仅在六
安、荆南寺等有青铜容礼器出土。盘龙城青铜
礼器的形制特征、铸造技术和使用规范，高等
级建筑的营建方式和布局结构，都与中原地
区表现出了同质的特征[55]。另一方面，平民大
量使用的陶器，以盘龙城、大城墩等为代表，
则在中原文化大的背景下，彰显出一些地方
特征。盘龙城出土的陶器类别虽不出于郑州
商城陶器组合之外，但是多红、黄陶，鬲以联
裆类为主，大口缸数量庞大，则为自身特点的
体现。此外，盘龙城陶器还多见有印纹硬陶和
原始瓷，荆南寺和铜鼓山出土釜、灯形器等器
类，反映出南方地区陶器多元的文化因素。

整体而言，体现贵族礼仪活动和权力象
征的物质遗存在这一时期集中见于盘龙城。

同时，贵族在礼仪用器的技术选择和使用观
念上，与中原郑州商城保持了极大的一致性。
这些都体现出商王朝对于盘龙城上层贵族直
接的影响和控制。而反映平民的物质遗存，以
陶器为指标，则有更多的地方特性，并可见受
长江本地文化的影响。

而进入洹北花园庄晚期，以庙台子等遗
址为代表，商王朝对于南方地区的影响则显
现出了另外一种局面。随着盘龙城的废弃，南
方地区已不见有超大规模的中心性聚落，开
始出现5～10万平方米左右的中型城址，以及5
万平方米以下的小型台墩类聚落（图八）。小
王家山就曾发现商时期的城垣，怀疑属于这
一时期；凤凰台遗址周围发现夯土城墙，亦有
可能存在围绕的城垣[56]。而庙台子、晒书台、好
石桥、聂家寨、台家寺、古堆桥等均是位于河
流旁的台地之上，属于台墩类聚落。台家寺还
可见宫殿类的大型建筑，外围有环壕的聚落
布局[57]。贵族对于青铜容礼器的使用，在这一
时期则见于淅河、下窑嘴、台家寺、馆驿等多
个地点。台家寺、郭元咀、聂家寨等甚至发现
有这一时期的铸铜遗存。随着青铜容礼器向

74



地方的扩散，这一时期长江流域开始流行青
铜尊和罍，台家寺还出土有多件同形态的青
铜鬲，这在中原同期遗址中都较少发现，凸显
了一种南方地域色彩。而在陶器的使用方面，
聂家寨、庙台子、台家寺等遗址陶器群则展现
出了浓郁的中原文化特征。以最大量的炊器鬲
为代表，以上遗址均以方唇、分档鬲为主，与
洹北商城等中原核心区域遗址同类陶器十分
相近。台家寺、古堆桥等遗址还发现大量卜甲、
卜骨等占卜遗物。这些卜甲、卜骨的修整方
式、钻凿形态也基本与中原地区保持一致[58]。

由上可见，洹北花园庄晚期南方地区聚
落的大小、规模较为均一。青铜器则广泛分散
在江汉和江淮多个地点。由于青铜器有着礼
仪的功能和权力的象征，青铜器的扩散暗示
出地方贵族权势的兴起。与此相伴生的是，南
方地区这一时期青铜器开始出现了不少地域
特征，部分遗址发现独立铸造青铜容礼器的
迹象，甚至流行的尊、罍、鬲等器物彰显出对
青铜器礼仪观念的自主选择。这些因素都体
现出南方地区上层贵族在青铜礼仪活动方面
的独立化倾向。但是，这一时期平民无论是在
陶器日常使用，还是诸如所见卜甲、卜骨体现
的占卜行为上，却仍与中原核心地区保持一
致，似乎又显现出中原地区人群向南直接的
扩散。

比较早期盘龙城与稍晚庙台子、聂家寨、
台家寺等遗存，我们在南方地区似乎看到了
这样一种转变。从以盘龙城为中心的聚落分
布格局，转向庙台子、台家寺等散点式的聚落
分布，并伴随着青铜礼器生产和使用向地方
扩散。而盘龙城颇有地方色彩的陶器群特征，
则基本不见于稍晚的庙台子、台家寺等遗址，
反而后者有着更为典型的中原文化特质，彰
显出中原文化不同波次的影响。

从一个更大的视角观察，南方地区中商
时期文化格局的转变，实际暗含了这一阶段
商王朝对外经略的转折。在早商时期，中原与
周边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城市。以盘龙城为代
表，城市聚落、大型建筑、青铜器及贵族墓葬，

均与中原核心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类同。有
学者由此将盘龙城定性为商王朝在边疆地区
设立的“直辖邑”[59]，体现出中原王朝对地区
资源的需求[60]。可以说，早商时期商王朝在边
疆的经略是以城市为核心，反映出强力的中
央权力的控制。而从中商时期开始，周边地区
的城市纷纷衰落或消亡。中原王朝对周边地
区虽可能存在进一步人群的扩张，但伴随着
青铜器生产、使用向地方扩散，边疆地区上层
的独立化倾向日趋显著，商王朝对于地方上
层似乎不再有着强力的掌控。不过，大范围陶
器特征的相近性表明，这一时期中原与周边
地区仍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商时期中
原王朝对于周边地区经略呈现出大范围文化
的影响，但主动或被动地允许地方上层相对
独立的发展。这一系列迹象表明，从中商时期
开始，中原商王朝对于地方上层的控制呈现
出了失势的态势。由此到晚商殷墟时期，商王
朝的西部和南部甚至出现了与之匹敌的青铜
文明。从中央与周边的关系中考察，中商时期
南方地区及其他周边文化格局的转变，或促
成了之后晚商殷墟时期商王朝由扩张到内聚
的变化历程。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商
代前期中原文化在南方地区的扩张与影响研
究”（项目编号18CKG011）阶段性成果。本文
在资料搜集和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湖北省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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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Patterns in Southern China during the Middle Shang Period
SUN Zhuo

(Wuhan, Hubei 430077)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Middle Shang remains unearthed from Panlongcheng and its neighbor-

ing areas, we suggest that the cultural patterns in southern China during the Middle Shang period are
characterized by two stages, marked by the abandonment of Panlongcheng. In the earlier stage, with
Panlongcheng serving as the center, the strong influence of the Central Plains was evident in southern
China, and the Shang kings in the Central Plains exerted direct control over the production and use of
ritual bronzes and related activities in the southern region. In the later stage, by contrast, after the de-
cline of Panlongcheng, the production and use of ritual bronzes in the southern region spread into wider
spatial extents along with the collapse of large urban settlements, which is noticed clearly at, for exam-
ple, the sites of Miaotaizi and Taijiasi. The elite groups in the southern region gained their independence
to a large extent. We suggest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patterns in southern China reflects the
shifting strategies of the Shang kings beyond the Central Plains during the Middle Shang period.

Keywords: Middle Shang Culture; Panlongcheng; Miaotaizi; Jiangjunkui-style j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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